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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論文結論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冷戰時期中共安全觀與東南亞戰略」、「冷

戰後中共安全利益與東南亞政策」，以及「冷戰後中共在東南亞安全體系中之角

色與反餽」此三大部分。前兩者主要集中於中共的戰略與政策面，乃為在縱向的

時間分析上，探討中共在國家層次上的安全觀、安全利益與威脅界定如何影響其

在東南亞政策上的產出，以及戰略意涵為何，這部分屬於國家戰略層次之分析；

後者則將時間集中於冷戰後，並在橫向分析的視角下，將問題聚焦於中共身為東

南亞安全體系之一的國家行為者，前述之政策與戰略產出在整體安全合作結構中

所扮演之角色，及其政策反饋對於整體安全合作之意涵為何。此部分較偏向於體

系層次之分析，其中又分為東南亞整體安全體系之發展趨勢、冷戰後中共安全戰

略對整體安全合作之意涵，以及上述兩者之理論歸結等部分。最終則在前述兩大

層次的分析基礎與研究心得上，將本論文的論述層次提升，並具體歸結出在類似

案例下之概念起點與理論依據。 

一、 冷戰時期中共安全觀與東南亞戰略 

冷戰時期的中共安全戰略，大致上是以現實主義安全觀下所界定的安全和統

戰策略，其中包括了以傳統安全觀為主的戰略核心、以政權生存和擺脫大國影響

力的主權思想，以及在領導人詮釋下的時代主題和由此發展出來的戰略規劃。可

謂在不同領導人的思想詮釋下，中共安全戰略亦在不同時期呈現獨特的戰略風

格。此表現在毛時期為濃厚的社會主義和意識型態輸出的革命戰爭色彩；而在鄧

時期則為服膺於改革開放與國家政經發展下的總體安全概念。 

在冷戰初期的二元結構制約下，毛澤東所界定的安全格局致使革命時期的

「統一戰線」被具體放大至中共的國際戰略中，在此情形下，中共冷戰時期的安

全觀與威脅界定集中於軍事和政治領域；而社會主義意識型態和共產革命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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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時期亦成為安全目標的一部份，因而決定了冷戰以來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

雙邊關係呈現起伏不定的狀態。此時，隔絕中共與共黨影響力成為東協創始國與

美國之間組成雙邊軍事同盟的動力，中共對東南亞的戰略因此仍在政治與軍事的

談判與對抗思惟中進行。 

冷戰的最後一個十年正值中共改革開放之際，中共領導人安全觀自此開始轉

變，鄧小平個人的安全理念和改革開放以來的發展需求，致使經濟因素在安全戰

略中的地位提昇，加上美蘇於冷戰末期的和解，使得中共國家安全觀中威脅的定

義產生轉變，軍事因素在整體安全領域的重要性開始下降，國家發展和國家利益

的論述逐漸進入安全概念的核心，與東協的雙邊政治關係亦在中共戰略考量的情

形下進一步被提升，在經濟發展大局下全面展開與東協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遂

成為中共在冷戰末期對東南亞安全戰略中的核心思想。 

二、 冷戰後中共安全利益界定與東南亞政策：國家戰略觀點 

自從改革開放時期以來，中共對外安全戰略已經與國內政治需求結合，國家

安全在利益上的界定已經全面轉向多元化與細緻化，並且以經濟需求與國家整體

發展為核心，安全利益由傳統安全逐漸向非傳統安全領域擴散。此發展表現在東

南亞安全戰略上，即是中共在 1980 年代中期以來即以「睦鄰外交」政策為主軸

來處理與東南亞和東協的關係，在 1990 年代末期並構築了中共與東南亞各國的

雙邊睦鄰互信關係，而中共與東協自 90 年代初始以來的交流合作，可謂開啟了

中共 90 年代中期之後在經濟全球化的浪潮下逐步融入國際社會的先聲，此亦為

外交與安全戰略附屬於中共整體國家發展戰略上，自改革開放以來的不變核心思

想—為整體國家與經濟發展創造良好的外部環境。 

中共在 90 年代中期確定對外戰略轉型後，拋出「新安全觀」的安全論述，

並在建立「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的基礎上實踐了「多邊外交」和「機制外

交」的全新政策作為。中共與東協的關係在 90 年代中期之後亦迅速上升，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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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於經濟與政治領域方面的交流合作。在軍事安全領域上，美國在東南亞所代

表的意義仍為一股強大且安定的力量，中共亦不諱言美國仍為此地區之霸權國

家，並逐漸傾向利用與美國的軍事合作消弭地區國家對中共的疑慮，且中共在新

安全觀的政策理論基礎上，反覆強調中共反對的是「霸權行為」，而非美國這個

「霸權國家」，而此觀點背後的意涵，除了中共對安全威脅的界定已從「實力論」

轉向「動機論」外，「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安全政策的結合，實為中共 90

年代以來在整體安全戰略層次上的趨勢，並有藉由政治與經濟的合作，將合作的

範圍擴散至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傾向，其隱含的內在邏輯並有著整體亞太區域格

局的戰略考量。 

三、 冷戰後中共在東南亞安全體系中的角色與反饋：結構與行為者觀點 

（一）東南亞整體安全體系之發展趨勢 

冷戰後的東南亞安全體系，的確是在東協各國的主導下，融合現實主義與自

由制度主義的綜合產物。東協各國在歷經殖民時期，以及建國以來捲入冷戰兩極

體系的國際政治歷程，於後冷戰時期欲藉由東協以及東協主導下所代表的集體政

經安全力量，如政治、經濟與安全上的多邊機制和論壇，來確保中小型國家在政

治上不致於在雙邊協商中被大國權力壓制，經濟上在區域經濟化與全球化的潮流

下不與大國經濟力量競爭，以及在安全上仍需倚靠大國的軍事力量的前提下，確

保本國的政經發展和國家利益在大國涉入區域安全事務已深的情況下不被犧

牲。此亦為東協各國在致力拓展與大國在雙邊政經安全關係的基礎上，仍需拓展

以東協組織為對外平台的多邊安全合作體系之因，也是東協各國在現實權力政治

的思考上，仍需藉由自由制度主義的形式將安全合作擴展至軍事、政治、經濟等

各安全領域之根本考量。 

就整體而言，以東協為主體的安全合作機制，的確已在傳統安全的政治、經

濟和軍事三方面取得成果，並呈現一種新功能主義者所敘述的「擴溢」(spill-over)



 113

現象，即藉由政治與經濟的雙邊與多邊合作，可將其合作擴展至安全合作領域，

這由中共與東協之間的合作發展情形可獲得證實。但這種「擴溢」效應是否會遵

循歐盟模式，順利地形成一種區域在政經軍事各方面高度整合的共同體，其未來

的前景發展則不明朗。蓋因單純以東南亞單一區域的整合及凝聚共識，並由中小

型國家之間獨自形成一共同體的可能性，在域外大國自冷戰時期對區域事務牽涉

已深的情況下已不存在。而在東協退而求其次，欲連結東北亞各國形成一種以東

亞區域為基礎的「東亞共同市場」或「東亞共同體」的現有選項上，又將受到以

美國和中共為主的大國介入，是故在東南亞政經安全的整合前景上，大國的意向

和權力政治的運作仍為一推動整合進程的重要關鍵。 

（二） 冷戰後中共安全戰略在區域安全合作中之意涵 

中共在冷戰後實行的安全戰略及其在 90 年代中期的轉折，經由學者間的討

論可得知，「大國」角色的定位和認知轉變，在冷戰後中共安全戰略中的影響不

可謂不深。中共經由對自身「大國」地位的認知並試探國際社會對其安全行為的

反應，讓中共確立其在區域安全格局中具有「一極」的力量，並有與美日等強權

共同主導國際事務的能力。在此角色認知和安全形勢判斷下，中共於 90 年代中

期藉由「大國外交」與「夥伴外交」的推動，力求其在所判斷未來走向「世界多

極化」的過程中，能夠在大國主導下的全球與區域權力格局中取得最為有利的地

位。在此長期戰略思考的觀點下，中共在安全戰略上最明顯的變化即為其參與多

邊機制的行為特徵轉變。亦即在對自身綜合國力具有更大自信的前提下，中共捨

棄過去在依賴雙邊談判下所隱含的恐懼被圍堵的心態，認為自身有能力和意願融

入國際社會，並尋求進一步將區域和全球制度塑造成有利於中共未來戰略發展的

大環境，故其在多邊機制的涉入上，逐漸由被動參與、積極參與轉向全面參與，

並力求主導創設新的多邊機制，並且在制度遵循上達到過去從未有過的境界。 

自 90 年代中期之後，中共與東協在戰略利益和國家發展要求上的一致，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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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雙方在雙邊政治與經貿關係上呈現密切的往來，在安全領域方面，中共亦藉由

信心建立措施和多邊對話機制的參與，以及 911 後回應東協在海上合作與反恐的

需求，與東協各國在 21 世紀初期展開多項雙邊軍事協議與軍事交流方面的合

作。這呈現一種自由制度主義發展形式下，由政治與經濟擴散至安全合作議題的

廣化與深化趨勢。而中共在這波東協主導的區域安全整合中亦佔有重要的地位，

尤其在雙邊政治和經濟關係良好的基礎上，中共提供東協在區域合作機制上的公

共財，降低合作的成本並且順暢了溝通管道的進行。但這並不代表中共安全行為

的內在邏輯是在以自由制度主義典範下思考而來的結果，相反的，中共安全行為

的戰略思考仍是以相對利得為主的現實主義典範式思維。因此，中共安全戰略在

東亞安全合作中所呈現出的重要意涵，則為在攸關國家核心利益的安全領域中，

東南亞安全合作進程仍舊跳脫不出亞太區域大格局的權力折衝安排，而在東協欲

將東南亞合作與東北亞區域連結之際，中共在其整體國家安全與區域安全戰略的

前提考量下，仍將持續扮演東亞整合進程的推動者角色，未來並將呈現逐漸削弱

美國在此地區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力的發展趨勢。 

（三）案例歸結：結構與國家行為者之間的制約和互動 

就結構對行為者的制約而言，中小型國家在現實權力政治以及較「硬」的安

全領域中，的確呈現一種被大國之間所塑造的權力格局和遊戲規則所制約的情

況；但大國在經過權力之間的折衝安排之後，亦需要一合作機制來確保區域事務

之進行，這方面也需要中小型國家的配合。在此情形下，競逐改變或主導結構所

帶給行為者的制約力量，亦即在藉由搶奪制度結構下的遊戲規則解釋權和議題主

導權，成為在區域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於冷戰後大量浮現下，欲成為區域霸權

國家並主導結構進行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公共財的供給亦是霸權國家之

所以能夠使中小型國家臣服於霸權秩序下的重要關鍵。就此方面而言，維持區域

合作結構的動力，即在於降低合作所帶來暢通溝通管道，以及在各方面議題領域

合作過程的成本，而此種公共財的資源提供與否，決定了中小型國家的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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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霸權國家能否維持其霸權地位。 

在本論文的案例中，中共於政治與經濟領域中，如同前面章節討論的情形而

呈現了一種供給公共財的情形。雖然中共一再強調不稱霸和不追求成為區域強

權，然而中共藉由多方面安全議題的參與和提供公共財，無疑地正擔負起霸權所

提供的責任，並逐漸取得東南亞國家的信任。此種情形表現自 1990 年代以來，

中共與東協國家雙邊關係的改善，而此又帶動了東南亞地區整體多邊合作的發

展，使東南亞安全合作領域呈現前所未有的廣化與深化，甚至將合作範圍擴展至

東北亞。但本文一再強調的是，此種藉由自由制度主義的「形式」所推廣而來的

區域安全合作體系，其內在的推動力量，仍是東南亞區域內各國行為者在權力邏

輯思考下的結果。以此，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視角下，東南亞合作體系中所隱含

的權力結構，和以中共為首的東南亞國家行為者之間，因而產生了一種區域格局

和國家利益間的相互影響與平衡。 

因此，中共在東南亞安全合作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一種結構與在此結

構制約下的單元間互動下的結果，這導因於區域權力格局在安全領域中，對於國

家單元具有主宰性與前提性，使得區域內各國的安全目標界定範圍在權力平衡的

考量前提下受到侷限，並導致各國的安全行為只能在區域權力格局的框架中進

行，但決策者又希望以其本國國家戰略和安全利益的最大化為設定目標，兩者折

衝的結果，最終則在國家單元和結構的安全互動之中達成了利益的妥協與平衡。

在這一連串的過程中，權力格局和國家利益考量主導了國家單元如何面對結構的

下一步行為。而冷戰結束後國際和解的氛圍和全球化議題的大量浮現，雖是讓國

家之間走向合作而非衝突的結構因素，然此合作能否在經濟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

擴散至核心安全領域，如前所述，仍不可避免地需要面對區域結構的權力走向所

帶給國家行為者的相對利益思考。 

承上所言，在本論文的案例中，如要以塑造出在政、經、安全領域高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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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亞共同體為最終合作目標，中美日等大國之間在核心安全領域的配合勢不可

免，這時合作的前景與問題本質又將回歸到冷戰時期以來所持續演變的區域權力

格局中，並且由大國在此權力場中進行競逐與折衝。在此情形下，國家行為者仍

會在大國權力格局和結構的制約中載浮載沈，這由中共雖在安全機制中展現制度

化的行為傾向，但仍舊尋求規避對其不利的規則或要求規則給予其特例地位的案

例1中可看出，權力格局對國家行為者的合作行為仍舊是一個相當大的制約，致

使行為者在其中不能夠完全捨棄其相對利益思考，尤其是在涉及核心利益的安全

領域之中，這或與囚徒困境的例子類似。 

在此前提下，東南亞安全合作進程將無可避免的在中美亞太區域的戰略競合

思維下進行。而中共與美國固然各自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合作領域中，享有在以東

協為平台的整合進程中領先對手，並擁有在合作領域中主導合作機制向本國利益

傾斜發展之政策誘因，但維繫其是否再繼續主導合作並付出公共財的意願，亦即

考量其在具有合作能力的前提下是否會因為本身的利益而做出改變規則的行

為，其關鍵之處並非其合作意願和利益的本身，而是來自於對於安全形勢的評

估。亦即國家單元在決策過程中，對於結構制約情形下應否改變規則的相對利益

和權力思考，仍舊主導了國家行為者最終是否投入到改變規則的行為，並且成為

進一步決定其對於未來合作策略該如何進行的主要關鍵之處。 

 

                                                 
1 除了本論文之第四、五章論述外，關於中共在國際安全機制中的行為和動機之推論和實證案

例，請參閱：袁易，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台北：五南出版社，2004 年 3 月）。 


